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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皮亚杰逝世已 30 年，但皮亚杰所创立的发生认识论研究不应走向历史。皮亚杰的理论

遭到许多人的误解。遗传论和生物学化是两项最为不恰当的帽子。皮亚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

理学家，心理学只是其研究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之个体发生发展的“方法论插曲”。发生

认识论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应该进行“发生认识论”与当代“认知科学”的比较研究。应

正确认识理论生物学、结构主义方法论、代数工具和逻辑学在发生认识论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尤其应注重晚年皮亚杰运用新的意义逻辑（logic of meaning）和态射（morphisms）、范畴

（categories）等新的代数概念作为形式化认知结构之工具的价值和意义。要深入研究发生认识

论对以“具身化”和“回归大脑”为特色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启示，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至

少在两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联系：一是发生认识论中的“动作协调”及对由协调而产生的

逻辑—数学经验的“反省抽象”这两个概念，表明了皮亚杰对心智具身性的卓越洞见；二是在

皮亚杰所主张的“表型复制”（phynocopy）观 点 中 体 现 的 衍生论（epigenesis）和 建 构 论

（constructionism）思想，它们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动力系统理论之基本思想——所涉因素或变

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塑造的对偶（coupling）关系不是非线性的单向因果关系—

—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皮亚杰及其发生认识论定会随着认知科学的未来发展而被“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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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二位心理学家之一”的皮亚杰[1]，在其转身离我等而去 30 年后

的今天，对今天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们来说，似乎已是一位稍显陌生的名字了。笔者在约十

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曾不无遗憾地说过“皮亚杰及其学派似乎已度过了其辉煌岁月。皮亚杰

正在走向历史。”[2] 

俗云：30 年河东，30 年河西。笔者想起了在皮亚杰逝世 20 周年时，在日内瓦曾与时任

日内瓦大学皮亚杰文献档案馆（Archive of Jean Piaget）馆长的雅克·弗内歇（J.Vonèche）

教授的交谈，那时他就宽慰笔者说，请放心，用不了多少时日，人们会再次地重新热议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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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他对此深具信心。[3]  时至今日，弗内歇教授的预言似尙待兑现。 

笔者以为，对皮亚杰的推崇不是一个私人偏好的问题，它必须源自对皮亚杰遗产的尊重

和珍惜。恰恰在这一点上，皮亚杰遭世人淡忘，实乃事出有因，其要害在于：人们似乎并没

有真正读懂皮亚杰。 

二 

诚然，皮亚杰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位具有特定立场和特色的心理学家。

皮亚杰本人更喜欢人们称其为发生认识论者。人们往往忘记心理学只是他“从事哲学认识论

思考的方法论插曲”，尽管这一插曲几成他一生事业的主旋律。因此，提及皮亚杰，便不能

离开他所呕心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发生认识论。 

发生认识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的学科。甚至按照一位研究教育神经科学的著名学

者考祖米（H.Koizumi）的标准，发生认识论够得上是一门“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4]什么是发生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它研究康德所列之先验范畴的个体发生。皮

亚杰的悲哀之一是：他常常因此而被某些人冠以先验论者的帽子（这在国内尤甚）。实际上，

“发生认识论”的名称本身就已显示它与先验论分道扬镳了！“先验”与“发生”根本就是

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发生认识论正是为了克服康德先验论而创立的！ 

三 

可用以下简单的五句话概括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性质： 

发生认识论借助发展心理学的实验、访谈等手段考查儿童认知的发生发展过程，其中又

以康德先验范畴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线索； 

皮亚杰引入了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把范畴归结为一组动作或运算所形成的结构，继而

又将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发展成为建构主义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皮亚杰的结构主义

严格说来是一种结构—建构主义； 

对动作或运算形成的不同水平的认知结构，皮亚杰从抽象代数中选择适合的模型对之加

以形式化：早期使用的是半群、群、格等数学概念，晚年则运用态射（morphisms）、范畴

（categories）等更抽象的代数概念重新刻画这些认知结构； 

皮亚杰又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描述认知结构的内部运转特征。他早年主要使用类逻辑、关

系逻辑以及注重外延的命题逻辑（如 16 个二元命题运算所组成的组合系统）；晚年则偏向运

用注重内涵的意义逻辑——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不同于一般信息加工认知发展心

理学的最重要特点正在于此。因此，皮亚杰的儿童认知研究是基于逻辑分析而不是信息加工

的过程分析，两者是不同的研究范式； 



从认知结构源自动作、运算这一基本立场出场，势必又会涉及结构产生与发展的功能方

面。于是皮亚杰又从生物学（主要是理论生物学）中汲取大量概念来回答结构如何发展以及

如何逐步使主、客体达于适应（所谓“同化于己，顺化于物”之和谐平衡状态）等问题。此

即所谓发生认识论的生物学类比方法论。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既是发生认识论之整体不可或缺的构成成分，同时也由此形成了

一种全新的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 

可以说，在范畴研究的核心目标下，结构主义方法、逻辑和数学工具、理论生理学类比，

甚至儿童心理学本身都只是发生认识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完整地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必须掌握以上的相关知识。不能使我们对发生认识论的

了解只限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上。四个阶段只与逻辑分析有关，它们是儿童内在逻辑

水平的外显反映。 

四 

我们今日重提皮亚杰，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推进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其未来前景，

笔者持有乐观的信念。根据在于：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皮亚杰为发生认识论设定的目标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

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皮亚杰终其一生，其实并没有完全恪守“范畴研究”的主线。

他就像一名海边拾贝的儿童，常被前方漂亮的贝壳吸引而研究起其他相关的问题，忘记了回

到范畴研究的归家之路。[5]或许我们不应过多责备皮亚杰，因为这些“漂亮的贝壳”都与上

述发生认识论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方法论有关，属于“必须扫清的外围之战”。皮亚杰晚年

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才有《可能性与必然性》，《理解因果性》等著作的相继问世。

然天不假年，皮亚杰并未实现最初设定的范畴研究的总目标。 今天，我们应该回归发生认

识论的主题，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包括神经科学），逐一厘清这些基本逻辑—数学范畴的发

生发展图谱。这是发展心理学家的本份工作。 

其次，我们已看到皮亚杰将被后世学者再次瞩目的曙光。 

在此不能不提到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依笔者浅见，这一趋势就是抛弃“认知即

计算”的强认知主义基本假设（所谓“信息加工的新皮亚杰学派”则不幸企图作这样的尝试，

我认为它们某种意义上已不属于皮亚杰理论的范畴：“新”有余而“皮”不足是它们的共同

特征。[6]）而回归大脑，从大脑本身的活动寻找对心理（包括认知）活动规律的合理说明（当

然要注意避免对“生理如何影响或作用于心理”作还原论的因果解释），此即为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后兴起的具身化（embodied）潮流。[7]皮亚杰未及看到这一潮流现今呈现的壮观景象，



因为与皮亚杰同时代的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对之一直不以为然）还未发展到认知神经科学的

水平。若皮亚杰享年更久，以其一贯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特质（他晚年不是以新的逻辑和新的

数学工具把经典皮亚杰理论推向“皮亚杰的新理论”的阶段嘛），或许，他现在正忙碌着fMRI、

ERP等实验以印证他的那些关于不同年龄认知结构运转水平的假设呢！因为，别忘了皮亚杰

曾接受过生物学的基本训练。皮亚杰的注意目光从未离开过生物学，只不过皮亚杰时代的生

物学知识不能向他提供脑的微观机制的解释，而只能向他提供对认知功能与生物体发育功能

进行方法论类比的工具而已！不过，从功能类比的角度而言，似乎给皮亚杰戴上另一顶“生

物学化”的帽子也不尽合适。倒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当代研究更应要防止这顶帽子落在自己的

头上！ 

如果仅仅说：当年的皮亚杰与今日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不约而同都超越心理学本身而将视

野转向生物学（大脑），两者具有共同的旨趣，这显然只触及表象。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尽

管皮亚杰受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所限，未能在心理的脑机制上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但他许

多重要的思想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知识（逻辑—数学范畴）的起源问题。 

第一代认知科学（传统认知心理学）实际由于其所坚持的“离身心智观”而回避了这一

问题。[8]起源问题不仅是哲学认识论要严肃面对，同时也是心理学以及脑科学必须解决的问

题。不能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至少它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

在皮亚杰理论中最具创造性的概念：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动作．．及其协调．．。协调会产生逻辑—数

学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反省抽象（可以是无意识的）则产生逻辑—数学概念。而后者本质

上可归结为一组由动作（运算）所组成的认知结构。认知结构又成为主体同化所有广义物理

经验（本义的经验）的工具，由此而形成形形色色关于世界的各种广义物理知识。可见动作

及其协调这种“发生于身体、结果实于心理层面”的过程是何其重要啊！它只能发生于人的

身体，协调与反省也只是人的身体（包括脑）才具有的属性。（电脑则无能为力，因为它只

能按人为它先设的程序工作，不会产生新的程序——某些软件似乎有此功能（如一些电脑病

毒），但就其已予定某种发展结果的意义上来说，它既不为“新”，更不可与“协调”同日而

语。） 

二是关于动力系统的思想。 

动力系统的思想目前已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获得重视。笔者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所涉

之变量，其在本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者为多，因而并不适合传统的变差分析方法处理之。[8]

对那些非独立的、互为因果（不是单向的线性因果）的变量之间的对偶关系（coupling），实



际构成了一种动力系统。心理学研究中的动力系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最宏观的动力系统

就是第二代认知科学所描述的脑（身体）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或人们所熟知的遗传与环

境因素的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关系。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有关脑（神经系

统）的可塑性研究，就不能绕开这一问题。脑的内、外环境影响到遗传的基因表达，后者又

会影响到对下一步环境作用的效果，进而影响到随后的基因表达。这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

互为因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介入因素都不是单方向地谁决定谁，尤其不是基因本身

独立地决定发展之路。上述思想在理论生物学中早有先驱，即有关生物体发育的衍生论

（epigenesis）的观点。 

以往人们谈及发生认识论的生物学烙印时，更多谈起的是适应、调节、平衡、同化、顺

化等概念，多少有些忽视皮亚杰更重视的衍生构造的思想。时至今日，国内有权威学者在谈

到皮亚杰时，还把他与维果斯基对立起来，说他是一名忽视社会、文化因素的遗传决定论者，

这实在是大误会。不错，皮亚杰某种程度上强调发展顺序的不可变更以及不可能像布鲁纳

（J.Bruner）所主张的：发展可以无限的加速，即所谓“通过一种智慧上诚实的方式，教会

任何年龄的儿童任何内容”，条件是“只要你方法得当”。[9] 这又何错之有？而且，皮亚杰

并非眼中只有主体自身之动作的协调，他同样也重视人际之间的互动，后者势必也会以某种

方式植入于动作协调以及后期“内化了的动作，即运算”的协调大系统之中。我们不应忘记

皮亚杰在论述儿童如何从自我中心解脱出来时（所谓“离中化”过程）一贯重视儿童之间的

互教和相互影响，有所谓同伴互教（peer teaching）一说。[9]顺便提及，皮亚杰与乔姆斯基

曾就所谓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的先天性有过一番争论，皮亚

杰认为完全可以摒弃它的先天假设而从儿童的动作协调中寻找答案。这是皮亚杰一贯持有非

遗传立场的又一佐证。 

说明皮亚杰既重视生物学因素对儿童认知成长的影响，同时又反对遗传决定论的最重要

的事实是：皮亚杰为了对认知成长（知识获得）提供更充分的有关环境与遗传相互影响和互

为因果的证据，他进行了动物（蜗牛）的实验，甚至为此而使用了一个新词，即表型复型

（phynocopy）概念。他认为“认知的内源性的重构过程类同于机体发育的表型复制过程”。

所谓表型复制，指的是“外源表型被同型态的内源基因型取代”。[10]基因型在环境影响下所

产生的表型改变被固定了，同时又影响到基因型的改变，这就是所谓“被内源基因型取代”

的含义。我们也可换一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不同意“基因型本身改变”这种表述的话），即

基因型并不是予成地决定未来的表型，而是原有的基因型在后天环境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

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是不会被轻易逆转的（除非再经历新的长时间的环境作用）。实际上，



抛弃“予成决定”内涵的“基因型”更确切的说法就是“后成基因型”。“后成基因型”的概

念与当前脑科学研究中“可塑性”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凡适用于动力系统理论描述的各种类

型的不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在基本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难怪有学者在论及第

二代认知科学这一思潮的先驱者时，会提到皮亚杰，这绝非偶然。我们期待：皮亚杰最重视

的衍生论思想会在走向大脑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中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 

五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想到，要论对认知发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远

远走在米勒（Miller，G..A.）等人提出的“认知科学”概念之前。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国

际中心”在皮亚杰的主持下曾邀请过许多心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

控制论学者、教育家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皮亚杰的逝世，该中心

终致“绚烂归于平静”。而后者提出的“认知科学六角形”（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

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各挡一面）却为今人认同。两者为何遭遇不同，其间深刻原因何在？

惜乎没有人对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笔者揣度两者命运重大区别的可能原因就在于其生

物学（神经科学）介入的程度不同。皮亚杰仅停留在理论生物学的宏观层面，而现代认知科

学则借助许多无创研究手段，深入到了脑活动的微观层次。然而这决非皮亚杰之错，乃时代

之局限使然也！（不过，当前的“认知科学”又多少有点“认知神经科学化”了，这是否也

是一种矫枉过正呢？因为，显然在构成认知科学六角形的学科群中，有些学科的研究者特别

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发出的声音太过微弱了。长久以往，这可能会制约认知科学

的未来发展。当然，这是另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当另议）。 

六 

尽管皮亚杰作古多年，但我认为不应让发生认识论研究走向历史。令人稍感欣慰的是：

似乎我们现在仍不时与皮亚杰进行着对话。笔者 2008 年与林崇德教授、董奇教授合作，邀

请国内发展心理学的同行，把最新版《儿童心理学手册》（W.Damon 和 R.M.Lerner 总主编，

2006）翻译出版。我们发现，它其中几乎每一章都会出现皮亚杰的名字，可见皮亚杰世纪伟

人的地位并非浪得虚名。今借《心理科学》一角，爰作此短文，一为纪念先哲，二是期待有

更多的后来者沿此路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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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 Mind To Be Rediscovered 

——In Commen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J.Piaget’s Death 

                               Li Qiwei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t has been full thirty years since J.Piaget passed away, however, the “Genetic 

Epistemology” which he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gone with him. Piaget’s theories were 

misunderstood by many other people. Hereditarianism and biologicalization were two most 

inappropriate “hats” (critics). Piaget was not a psychologis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psychology 

was just the “methodology episode” when he studied the individual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in 

Kant’s “apriorism categories”. “Genetic Epistemology” research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distinct 

inter-discipline, therefore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the “Genetic Epistemology” and 

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er should clearly realize the 

role that theoretic biology, constructuralism methodology, algebra instrument and logic play in the 



“Genetic Epistemology” research,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e value and meaning when Piaget 

applied the new algebra concept, such as morphisms and categories and new meaning logic etc. as 

the tool of the formalism cognitive structure in his old age. 

Further researches should be done to investigate how “Genetic Epistemology” illuminates the 

second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with “Embodiment” and “back to br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s well. This relation is evident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wo 

concept—“coordination of actions” in Genetic Epistemology and “reflective abstraction” of the 

logico-mathematical experience originated from the coordination—which indicate that Piaget is 

the person of brilliant insight into the embodiment of mind; the other is the idea of epigenesist and 

constructionist thoughts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 of “phynocopy” that Piaget put forward, which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levant elements or variants is the one 

of reciprocal causation and mutually-shaping coupling relationship, instead of the linear one-way 

causality relationship. 

Piaget and his “Genetic Epistemology” must be “rediscove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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